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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条块回应性差异及其形成机制
———政务公开领域的嵌入式案例研究

魏　 姝　 吴少微　 杜　 泽

【摘要】“条块回应性差异”是理解中国政府回应性整体图景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通过对Ａ市政务公开领域的嵌入式案例研究发现，政府组织面对外部压
力时的回应性受到组织自身特征和外部压力特征的双重影响，且两种影响不是
各自独立发挥作用，而是共同影响着组织的回应策略。具体到“条条”和“块
块”，其法定地位和职能定位的不同使得“块块”比“条条”面临更大更多元
的外部压力，从而回应性在整体上好于“条条”，但同时出现了垂直回应和水平
回应相互背离或不相关的问题；“条条”则主要面临科层压力，且强度明显小于
“块块”，这使得“条条”可以更多地根据其组织定位和使命对任务进行排序，
决定政务公开工作的优先级，从而表现出垂直回应和水平回应的一致性。论文
主要贡献包括：一是对地方政府条块回应性差异进行了系统描述和解释，使得
关于中国政府回应性的图景更为完整；二是通过与解释组织行为逻辑的制度主
义视角和有限理性视角两种研究路径的理论对话，发展出分析政府组织回应性
的整体性框架，以促进回应性研究领域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三是对垂直回应与
水平回应相背离现象和原因的分析，为改善中国地方政府的回应性、促进有效
治理提供了方向性的思路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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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社会，衡量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政府能否及
时、有效地回应公众的各种需求和诉求，即政府回应性。传统的政治学理论认
为，政府的回应性主要来源于竞争性选举，因此非竞争性选举体制的回应性必
然是不足的。但是，近年来的实证性研究却表明，许多转型期国家的政府在发
展经济和回应民众诉求方面也有很强的动力，回应的效率和有效性可能并不逊色
于竞争性选举体制（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Ｍｅｎｇ ＆ 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９；Ｔａｎｇ，２０１８）。在
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中国政府逐渐发展出了独特的实现回应性的机制———
中央政府出于稳定和合法性的考量，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对公众的需求和诉求积
极做出回应，并通过压力型体制下的绩效考核间接将民众诉求传递给地方政府，
最终迫使地方政府在实际行动上对公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唐皇凤，２０１６）。近年
来，电子政务、数字政府的兴起引发了更多学者对政府回应性议题的关注
（Ｍｅｎｇ ＆ 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９）。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具有回应性，但政府的回
应性一方面具有选择性，即会因利益诉求的主体、内容、表达渠道和方式等
而不同（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孟天广、李锋，２０１５）；另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差
异性，即不同地区政府、不同层级政府的回应性存在显著的差异（韩冬临、
吴亚博，２０１８；唐啸等，２０２０；王晓梦等，２０２０；肖棣文等，２０２０）。前者
体现的是社会中心视角的研究，后者体现的主要是政府视角的研究（赵金旭、
孟天广，２０２１）。本研究属于后者，但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将聚焦作
为中国治理体制核心特征之一的条块结构，分析“条条”与“块块”回应性
的差异及其背后的逻辑，同时试图融入社会中心视角以形成更为完整的解释
性框架。

众所周知，条块结构是中国治理体制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地方政府基本
的结构性关系（曹正汉、王宁，２０２０；周振超，２００６），因此“条块回应性差
异”是理解中国政府回应性整体图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还
很少有学者对“条条”与“块块”回应性的差异进行系统分析。对Ａ市政务公
开领域的持续追踪发现，其市属职能部门（“条条”）和市辖区（“块块”）在回
应性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块块”的回应性整体好于“条条”；另
一方面，“条条”的垂直回应性（即对来自上级政府要求的回应）和水平回应
性（即对来自本地公众、企业等利益各方的回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块
块”则或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或者不相关。这为我们系统分析“条条”与“块
块”的回应性差异提供了机会。本文拟以Ａ市政务公开领域为例，通过嵌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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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系统分析地方政府的“条条”和“块块”在回应性方面的差异，具
体来说将依次讨论以下问题：

第一，作为“条条”的市属职能部门和作为“块块”的市辖区的回应性有
什么差异？包括其垂直回应性和水平回应性的水平分别如何、两者间的关系如
何，等等。

第二，如何解释“条条”与“块块”在回应性方面的差异？外部压力、组
织特征如何共同影响了其策略选择？是否可以将其整合到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
架中以实现有效的理论对话？

第三，如何从条块特征出发进一步优化我国地方政府的回应性？

二、文献综述

政府回应性既是民主治理的基础，也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一般认为，发
达国家政府的回应性源自于普选式的民主，这也使得其关于政府回应性的讨论
主要聚焦于非民选的行政官僚的回应性，并出现了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
为行政官僚首要的是回应代表公众的民选官员，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官僚首要
的是直接回应公众。前者被称作垂直回应性，即对来自政治人物和上级组织要
求的回应；后者被称作水平回应性，即直接对科层结构以外的社会组织、企业
及公众的要求做出回应（段哲哲，２０１９；段哲哲，２０２１；Ｓｃｈｉｌｌｅｍａｎｓ，２０１０）。
传统上，公共行政研究以前者为重点，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兴起之后，官
僚机构对公众压力（如媒体报道和社会抗议）的反应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进而引发了学术界对两种回应性的关系（ＡｌｏｎＢａｒｋａｔ ＆ Ｇｉｌａｄ，２０１６）以及行政
官僚在直接回应公众时如何公平响应不同群体的多种需求（Ｗｅｓｔ，２０１０）等问
题的讨论。

“对中国政府回应性的关注始于２０００年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ＩＡＳＩＡ）召开
的以‘增进政府责任性、回应性与效率’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孟天广、赵娟，
２０１８：３８），并在紧接而来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早期的
研究多侧重于从规范层面讨论政府回应性的重要性、回应型政府的内涵与建设
路径等。对政府回应性的实证研究是由网络舆情、公共危机、社会抗争及网络
参与对政策回应性的影响等议题推动的（翁士洪、叶笑云，２０１３；肖唐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
导意见》之后，各地互联网问政、互联网政务服务得以迅速发展，从而一方面
为公众有效参与、政府及时准确回应公众提供了更便捷的制度、组织和技术平
台，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对提升政府回应性的更多期待与关注。在这一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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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围绕政府回应性的实证研究开始迅速增加，涉及的问题领域也不断拓展。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具有回应性，且逐渐发展出了独特的实现回应

性的机制（唐皇凤，２０１６）。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选择性回应
问题，即会因利益诉求的主体、内容、表达渠道和方式等的不同而在是否回应、
回应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例如，孟天广与李锋（２０１５）
指出，时空因素、议题归属和诉求表达方式是政府回应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５）的研究发现，政府更容易对集体需求、经济问题和低成本的单
一问题做出回应，且诉求中包含集体行动的威胁或向上级政府告密的威胁会促
进政府的回应性。上述有关政府选择性回应的研究体现了一种社会中心视角，
即主要从社会、公众及其诉求特征的角度分析政府回应性的差异，这有助于解
释政府组织面临不同社会压力时的回应性差异，是典型的“压力－回应”模型
的体现，即外部压力特征是影响政府回应性的关键影响因素。

近两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更多地从政府视角，即从政府自身的特征，如政
府层级、权力配置、管理（激励约束）特征等来分析政府回应性的差异。Ｘｕｅ
与Ｚｈａｏ （２０１８）指出，不同层级政府的回应性来源不同，同时也存在显著的制
度激励差异，因此其回应性表现必然不同。赵金旭与孟天广（２０２１）的研究指
出，乡镇政府更倾向程序性回应而区政府更倾向实质性回应。王晓梦等人
（２０２０）的研究则发现，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虽然强化了对上负责的政策执行
动机，但在促使地方政府回应公民诉求方面的作用有限，从而引出地方政府垂
直回应性和水平回应性之间关系的问题。段哲哲（２０１９）、肖棣文等（２０２０）
的研究同样证明了垂直回应和水平回应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和冲突。总之，政
府中心视角下的回应性研究有的侧重于分析组织在科层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带来
的激励（压力）差异对组织回应性的影响，有的侧重于分析组织结构和管理特征
等对组织回应性的影响，从而有助于解释面临相似压力下政府的差异性回应策略。

总之，有关中国政府回应性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人们理解不同
地区、不同政策领域和部门、不同层级政府回应性的差异提供了基础。然而正
如唐啸等（２０２０）指出的那样，“当前关于中国政府回应性的研究总体呈现热
点议题驱动模式”，从而“没有能够像国际回应性研究那样形成体系化的研究脉
络”。具体而言，已有研究在以下两方面还存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１）从研究内容来看，还很少有学者对中国背景下“条条”与“块块”回应性
的差异及其背后的逻辑进行系统分析，而条块结构是中国治理体制的典型特征，
也是中国地方政府基本的结构性关系（曹正汉、王宁，２０２０；周振超，２００６）。
作为理解中国政府回应性整体图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条块回应性差异”
研究亟待补课。（２）社会中心视角的研究和政府中心视角的研究处于相对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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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从而无法形成对真实世界的完整叙述和理解。下一步的研究需要融合
两种视角，并形成统一的解释框架。

三、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当我们将回应性问题从偏宏观的政府视角降维到中观的组织层面加以审视
时可以发现，前文提到的社会中心视角和政府中心视角的研究实际上代表了理
解组织行为逻辑的两种路径。一种是制度主义的路径（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８３），强调组织的行为主要受到其所面临的外部社会结构和制度压力的影响和
制约，外部制度规则和压力特征会对组织施加约束性影响，使得受到相同制度
压力的组织趋于一致，而组织在行为和结构方面的差异则可以通过其面临不同
的制度压力得以解释。按照这一路径，可以通过组织面临的外部压力（包括社
会压力和科层体系自上而下的压力）特征及其差异来解释和预测其回应性。
Ｏｌｉｖｅｒ （１９９１）的“压力－回应”模型是这一解释路径的代表性成果，她整合制
度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发展了一个包括默认、妥协、回避、反抗和操纵等五
种类型的、组织面对外部压力时的策略反应图谱，并进而从压力的原因、来源、
内容、强制性及背景等方面讨论了压力的本质和特征对组织策略选择的影响。
Ｏｌｉｖｅｒ的这篇规范性论文引发了大量后续的讨论，其中不少实证研究证实了其论
文中的假设（Ｒｏａｕｔｉａｉｎｅｎ ＆ Ｊａｒｖｅｎｐａａ，２０１２），前文提到的一些对中国政府回应
性的研究也受到了这一模型的启发。此外，针对中国政府治理提出的“压力型
体制”（荣敬本，１９９８）、“晋升锦标赛”（周黎安，２００７）等也是这一解释路
径的典型代表。显然，在这种解释路径中，组织是被动的，主要是基于外部刺
激做出被动的反应。

总体而言，上述解释路径能够较好地解释组织面对不同（类似）压力时的
不同（类似）反应，但是却不能很好地回答为什么面对类似压力的组织会采取
不同的管理实践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回应性。对应到本案例中的情形，即可以很
好地解释为什么“块块”的回应性普遍好于“条条”，却无法对“条条”和
“块块”各自内部的回应性差异形成有效解释。为此，就需要引入理解组织行为
逻辑的另一个重要路径，即强调组织拥有理性选择能力和自主性的有限理性主
义（Ｍａｒｃｈ ＆ Ｓｉｍｏｎ，１９９３）。其核心主张是组织或多或少都拥有一定程度的自
由裁量空间，这就为组织做出自主性选择提供了可能。组织拥有一定的自主性，
会根据自身的目标等在特定情境下做出自主选择，组织的目标、结构等影响和
约束了其如何感知和解读组织面临的压力，进而做出策略选择。沿着该解释路
径展开的实证研究表明，组织对制度压力的反应受到组织特征的影响，包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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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结构（Ｇｏｏｄｒｉｃｋ ＆ Ｓａｌａｎｃｉｋ，１９９６）、信任和认同（Ｋｏｓｔｏｖａ ＆ Ｒｏｔｈ，２００２）
等。Ｒｏｙｓｔｏｎ等（２０１１）指出，压力对所有组织的影响并不相同。外部压力通过
组织场域，然后被组织本身的各种属性过滤，特别是组织在场域中的位置、组
织结构、所有权和治理，以及它的身份。也就是说，组织是外部压力的过滤器，
组织属性决定了其如何感知压力并构建反应。中国背景下基于行政发包制（周
黎安，２０１４）、财政联邦制（Ｑｉａｎ ＆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等对地方政府自主性（何
显明，２００７）的研究也是这一解释路径的典型代表。

基于以上讨论并结合案例观察，本文认为，当组织面临多重外部压力时，
其策略选择是在外部压力与其组织特征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也就是说，要形
成对政府回应行为逻辑的充分解释，必须整合前述两种路径。为此，基于已有
研究并结合案例情境，初步发展出了一个包含外部压力特征、组织特征和组织
回应性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见图１）。

图１　 组织回应性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Ｒｏｙｓｔｏｎ等（２０１１）认为应当从组织在场域中的位置、组织结构、组织内部
所有权和治理安排、组织身份等方面分析组织特征对组织面临外部压力时的策
略性回应。由于篇幅所限，本案例研究没有涉及组织结构和治理安排的分析；
同时，考虑到政府组织的内部所有权结构基本一致，这一因素也未包含在框架
中。根据案例情境，我们将组织在场域中的位置具体化为组织的法定地位和职
能定位，将组织身份具体化为组织目标的清晰度和组织的使命感、义务感。
Ｏｌｉｖｅｒ的“压力－回应”模型主张从压力的原因、来源、内容、强制性和背景五
个方面分析压力对组织策略性回应的影响。本案例研究中，压力的原因、内容
和背景变量基本相同，因此将重点分析压力来源（多元化程度和依赖程度）和
压力大小对组织回应性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具体的政府“条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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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４



“块块”来说，这里的外部压力既包括社会压力，也包括科层体系内部自上而下
的压力；对政府组织回应性的分析则包括了优先回应谁、回应强弱和两种回应
的关系。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政府组织的回应性受到组织特征和外部压力特征的共
同影响：首先，组织特征会影响该组织所面临的客观压力特征，比如组织的法
定地位和职能定位不同，其面临的外部压力也会有所差异（箭头①），从而影响
了它们的回应性（箭头②）。其次，组织特征还会影响该组织主观感知的压力特
征，组织的使命感和义务感不同，其对外部压力的认知和解释也不同（箭头
①），从而影响了它们的回应性（箭头②）。最后，组织特征还会调节外部压力
与组织回应性的关系，比如目标清晰度低的组织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
其对压力的回应性可能会高于那些目标清晰的组织（箭头③）。下面我们将尝试
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Ａ市政务公开领域中市属职能部门（“条条”）和市辖区
（“块块”）的回应性及其差异进行描述和解释。在对这一分析框架进行诠释和
验证的同时，期望一方面为人们理解中国政府条块回应性差异提供一个整体性
的逻辑与框架，另一方面推动政府回应性研究的理论化和系统化。

四、案例描述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描述：“条条”和“块块”的回应性差异
Ａ市自２０１７年起开始推行两套政务公开评价体系，一套是从工作视角考核

市属职能部门和所辖区政府是否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了政务公开任务（以下简称
“工作视角的评价”），该评价体系由Ａ市政务公开办在国办、省办的政务公开
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基础上设计而成①，体现的是对来自上级政府工作要求的回
应，也是Ａ市政务公开办推动同级部门和下级政府积极响应政务公开工作的抓
手。在这一套评价体系运行了几年之后，Ａ市政务公开办为了进一步改进工作，
提出从更为综合的视角，特别是从辖区公众、企业的角度来审视和评价政务公
开的实际效果。为此，Ａ市政务公开办委托第三方开发了一套公共价值视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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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作视角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政务公开制度建设”“五公开推进情况”“依申请公
开”“组织体系和监督保障”“基层试点工作推进”“工作创新”等６个一级指标；“完善本
单位政务公开制度”等２１个二级指标；“明确主管部门、专门机构及工作人员”等４９个三
级指标。指标内容在整体上侧重于政务公开工作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工作投入和推进等。
评价由政务公开办抽调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其中少部分指标根据“网上抓取数据”打分，大
部分指标根据各区各部门自报材料进行打分。



政务公开评价体系（以下简称“公共价值视角的评价”），并从２０１７年开始正
式实施①。相较于工作视角的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一是增加了更多反映企业、
公众等用户需求的指标，如作为一级指标的“与公民互动”等，并且显著提高
了此类指标的权重；二是删减了“政务公开考核制度及实施情况”等纯工作视
角的指标，从而在整体上更多体现了政府对来自公众、企业需求的回应。基于
此，本案例研究以工作视角的评价结果代表政府组织的垂直回应性，以公共价
值视角的评价结果代表政府组织的水平回应性。从理论上来说，政府的垂直回
应性和水平回应性应是一致的，即归根结底都是对公众需求和诉求的回应。但
在现实中，上级政府的要求往往代表的是更大范围内公众的需求和诉求，其具
体内容与本地公众的需求和诉求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从而使得面临多任
务竞争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垂直回应和水平回应之间做出取舍。两套评价体系
的平均得分比较见表１。

表１　 两套评价体系的平均得分比较
平均得分比较 工作视角的评价（满分１００） 公共价值视角的评价（满分１００）

各区政府
（“块块”）

各职能部门
（“条条”）

各区政府
（“块块”）

各职能部门
（“条条”）

２０１７年 ９０ ７８分 ８４ ０４分 ７１ ６５分 ５５ ５９分
２０１８年 ９２ ９５分 ８７ ９１分 ８１ ２４分 ６２ ４７分
平均 ９１ ８７分 ８５ ９８分 ７６ ４５分 ５９ ０３分

成对样本检验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ｔ值 ｐ值 ｔ值 ｐ值
全样本两套评分 ６０ １０９ ０ ０００ ５３ ６７９ ０ ０００

“块块”两套评分 １８７ ４７ ０ ０００ ７９ ４６ ０ ０００

“条条”两套评分 ５０ ７７ ０ ０００ ４４ １８ ０ ０００

独立样本检验
“条条” － “块块”

工作视角
２０１７年

公共价值视角
２０１７年

工作视角
２０１８年

公共价值视角
２０１８年

ｐ值 ０ ０６９ ０ ０００ ０ １９９ ０ ０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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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共价值视角的评价体系以公共价值理论为基础，其指标体系包括了“主动公开与
重点领域”“依申请公开”“制度建设”“政策解读”“与公民互动”等５个一级指标；“决策
公开”等２２个二级指标；“公民主动参与的渠道是否畅通”等５７个三级指标。该评价体系
所有的指标都可以通过抓取网上数据或实验方式完成，由第三方进行独立的年度评价。



从课题组掌握的２０１７年与２０１８年的Ａ市政务公开评价结果来看，有如下
几个突出特征：首先，从表１可以看出，各被考核单位（包括“条条”和“块
块”）工作视角下的评价得分远远高于公共价值视角下的评价得分；结合成对样
本检验的结果来看，各考核单位在两套评分体系下的得分确实存在显著差异
（２０１７年与２０１８年成对样本检验的ｐ值都为０ ０００）。其次，“块块”在两套考
核体系下的得分均明显高于“条条”，公共价值视角下的分差更大；结合独立样
本检验的结果来看，“条条”和“块块”在工作视角的评分体系下得分差异并
不稳定（２０１７年独立样本检验ｐ值为０ ０６９，说明“条条”和“块块”的得分
存在显著差异，２０１８年ｐ值为０ １９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公共价值视角
评分体系下“条条”和“块块”的得分则存在显著差异（２０１７年与２０１８年独
立样本检验的ｐ值都为０ ０００）。这说明：（１）“块块”和“条条”的垂直回应
性普遍好于其水平回应性。（２）“块块”的回应性整体上好于“条条”，虽然垂
直回应性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总是显著，但其水平回应性显著好于“条条”。

此外，从表２可以看出，工作视角下排名第一的Ｎ区在公共价值视角下的
排名是倒数第三或倒数第一，而公共价值视角下排名第一的Ｍ区在工作视角下
或者居中或者倒数第二。与此同时，作为“条条”的职能部门则不存在这种显
著的差异，例如，民政局在两个视角下的排名都靠前，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的排名都靠后。

表２　 “块块”和“条条”在两套评价体系排名中的差异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工作视角
评价排名

公共价值视角
评价排名

工作视角
评价排名

公共价值视角
评价排名

Ｎ区 １ ／ １１ ９ ／ １１ １ ／ １１ １１ ／ １１

Ｍ区 ７ ／ １１ １ ／ １１ １０ ／ １１ １ ／ １１

民政局 １ ／ ５８ １ ／ ５８ １３ ／ ５８ ２ ／ ５８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４６ ／ ５８ ４１ ／ ５８ ４６ ／ ５８ ５０ ／ ５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了进一步确认两种回应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分别对“块块”和“条条”
的两种评价结果进行了相关性计算。结果显示，“条条”在两种评价体系下的得
分显著正相关（２０１７年相关系数０ ３９，２０１８年相关系数０ ４３２，Ｐ ＜ ０ ０１）；
“块块”在两种评价体系下的得分或者显著负相关（２０１８年相关系数－ ０ ７９１，
Ｐ ＜ ０ ０１）或者不相关（２０１７年相关系数－ ０ ０２７，Ｐ ＞ ０ １）。也就是说，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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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量化的分析还是典型个案的观察都表明，对“条条”来说，其完成上级任务
越好，公众的感受也越好；而“块块”则不然，要么是完成上级任务越好，公
众的感受越不好，要么二者没有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文在整体上属于案例研究，即以Ａ市政务公开领域的回应性为案例展开

研究。为了对“条条”和“块块”回应性的上述特征与差异形成更为具体和富
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使用了嵌入式的案例研究，即在以Ａ市政务公开的整体
状况为案例研究对象的同时，选取了四个次一级的分析单位（Ｍ区和Ｎ区、Ａ
市民政局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进行分析，以“为全面的分析增添众多的机
会、提升单案例研究的真知灼见”（罗伯特，２００９：４９）。

案例研究的质量与多证据来源密切相关，基于此，本研究收集整理了多方
面的证据资料：一是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Ａ市各职能部门（包含参公单位，共５８
个）、各区（共１１个）政务公开领域工作视角评价的排名情况和平均分，公共
价值视角评价的排名和得分情况。二是Ａ市政务公开领域的政策文件、工作总
结和会议材料等书面材料。三是以课题合作形式参与了Ａ市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间政
务公开领域的重要会议、培训等活动，以参与式观察方式获得一手材料。四是
利用问卷收集有关压力的量化数据①，采用Ｍｏｔｏｗｉｄｌｏ等（１９８６）开发的经典四
条目量表来测量政务公开工作人员感知的外部压力，量表信度检验结果为
０ ８９４。五是选取了Ａ市在公共价值视角下排名靠前和靠后的“条条”（民政局
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块块”（Ｍ区和Ｎ区）作为典型案例，目的是通
过对典型组织的访谈，理解“条条”和“块块”面对压力时的策略选择逻辑。
访谈对象的选择标准是：了解政务公开工作和考核评价的情况、能提供不同角
度的信息，包括案例单位的政务公开工作分管领导、负责人和一线工作人员。
具体访谈对象共１４人：两位来自Ａ市政务公开办（编号ａ１ａ２），七位来自民政
局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编号分别为ｘ１ｘ２ｘ３，ｙ１ｙ２ｙ３ｙ４），五位来自Ｍ区和Ｎ
区（编号ｍ１ｍ２，ｎ１ｎ２ｎ３）。数据收集的主要方式是半结构化访谈，时间为２０１９
年７ － ９月。所有访谈资料均被录入电脑形成文字稿，并与其他证据资料共同组
成了案例研究资料库。

·４８·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４

① 课题组于２０１８年向Ａ市１１个区政府和５８个市职能部门负责政务公开工作的人员发
放了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１２３份，其中２０份来自区政府，１０３份来自市级职能部门，最终所
使用的单位外部压力数据是该单位所有参与问卷调查人员感知压力的平均值。



五、案例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条条”与“块块”的组织差异及其对压力特征的影响
作为中国地方政府基本结构性关系的条块结构，是研究中国政府治理无法

回避的主题。“条条”的设置是国家职能分工的结果，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权威关
系和动员机制，是属事责任；而“块块”是作为治理层级存在的，承担着所在
层级治理的整体责任，体现了属地治理，是属地责任（任勇，２０１７）。法定地
位、职能定位的差异使得“条条”和“块块”往往按照不同的治理逻辑运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
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
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本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
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从
上述规定可以看出：（１）“块块”和“条条”的法定地位不同。“块块”是一级
政府，同时向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条条”是具体工
作部门，主要接受本级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指导。（２）职能定位不同。
作为“块块”的地方政府，其职能是自上而下压力导向和自下而上需求导向的
复合体；而“条条”的职能则主要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压力导向。这意味着，
“块块”比“条条”的独立性更强，且需同时对上级政府和代表本地公众需求
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往往是上级政府和社会（媒体、公众舆论）直接问责的
对象。也就是说，“块块”同时直接面对社会压力和科层压力，而“条条”直
接面对的主要是科层压力。那么，在压力型体制下，“条条”和“块块”面对
的科层压力有什么不同吗？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体制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属地化管理，即把行政区域划
分为一个个的“块”，赋予“块”政府对所辖地区统筹管理的权力，同时承担
治理责任（周振超、李安增，２００９）。这种属地责任包括目标考核和风险应对
（如维稳、安全生产事故等）两个方面（陈家建、张洋洋，２０２１），从而借助于
空间的清晰性实现了模糊和不确定责任的明晰化（颜昌武、许丹敏，２０２１）。在
这种体制下，无论是完不成考核目标还是风险应对不力，“块块”都可能成为被
问责的对象。在压力型体制下，“条条”同样面临自上而下的考核压力，但由于
很难将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综合性的风险应对责任明确地分解、明确到某个具
体的职能部门，因此，“条条”一般不直接承担风险应对的责任，而转而由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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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块块”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意味着压力型体制下的“条条”和“块
块”虽然同时面对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但“块块”面对的科层压力更大。

对Ａ市政务公开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块块”上的工作人员
感知压力的平均值为３ ６５ （满分为５），而“条条”上的工作人员感到的压力平
均值为３ ３７，“块块”明显高于“条条”，且独立样本的ｔ检验显示“块块”和
“条条”上的工作人员感知的压力水平存在显著差异（ｐ值０ ０６８，小于０ １）。
此外，访谈资料表明，政务公开领域的问责机制也鲜明地体现出前述特征，即
虽然“条条”和“块块”处于相同的考核体系下，但问责的压力往往集中在代
表一级政府的政务公开办及其分管市（区）领导身上，而很难传导到具体职能
部门身上（“板子拍不到责任人身上”）。

首先，当公众对政府的政务公开不满而提起诉讼时，站在被告席上的往往
是代表一级政府、分管政务公开的市（区）领导，而不是具体职能部门或相关
决策领导。也就是说，公众直接施加的诉讼压力主要指向代表一级政府的政务
公开办及其分管领导。

行政诉讼要求行政负责人出庭，也就是你（是）领导你要站到被告席
上去……他们认为我站在被告上其实就一定是很丢脸的。他有压力，对，
他就会比较有压力……最后只能是我们分管领导，就是我们办公厅的主任，
或者是分管的副秘书长他们来出庭。对，分管政务公开的（领导）出庭，
他还不是说分管比如城建或者分管拆迁的（领导），其实还是打不到他们身
上。只有你比如说打到分管拆迁的领导身上那才有用。（受访者ａ２）
其次，当政府因政务公开而败诉时，领导总是将责任归因到代表一级政府

的公开办身上，而不是归咎于不愿意公开信息的职能部门或者相关决策者。
关键是传导机制能不能传导到决策者，比如说我们因为自己行政不规范

然后引起信息公开复议或者诉讼败诉了，这个板子很可能没打到那个决策
的，或者是那个职能部门身上，打到的是政务公开的部门身上。（受访者ａ２）
总之，法定地位、职能定位的差异使得“块块”比“条条”面临更多元、

更大的外部压力，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其回应性。

（二）“条条”的垂直回应性和水平回应性

１ ． 组织面临的压力越小，回应性越差
根据Ｏｌｉｖｅｒ的“压力－回应”模型，组织面临的压力越小，其回应性越差。

如前所述，不同于“块块”同时直接面对社会压力和科层压力，“条条”直接
面对的主要是科层压力，而且在属地管理、属地责任的政府体制下，其科层压
力也小于“块块”。这就使得“条条”的回应性普遍弱于“块块”，尤其是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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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回应性方面———表１中，公共价值视角下“块块”和“条条”的得分差更大，
且独立样本ｔ检验显示“条条”和“块块”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２ ． 压力相当时，组织特征影响其回应性
如前所述，“条条”直接面对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由于处于同一

行政辖区的同一考核体系内，因此各职能部门在政务公开领域面对的科层压力
是大体相当的，包括压力的大小、压力来源的数量和对压力源的依赖等。那么
如何解释各职能部门在回应性方面的差异呢？为什么有些部门回应性更好，而
有些部门回应性较差呢？对职能部门评价结果的分析及典型部门的访谈表明，
当组织面临的外部压力大体相当时，其回应性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
组织使命感和义务感，二是组织目标和任务的清晰度。

Ａ市对职能部门政务公开的评价中，根据各部门的职能定位和工作性质，将
所有部门划分为Ａ、Ｂ两类，前者是对外政务公开义务较强的部门，如民政、教
育、环保等大部分经济民生部门；后者则是对外政务公开义务较弱的部门，如
档案局、机关事务管理局等以政府本身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部门。从两类部门的
得分情况来看，在体现垂直回应性的工作视角得分中，Ａ类部门平均得分与Ｂ
类部门平均得分相差很小；而在体现水平回应性的公共价值视角得分中，对外
政务公开义务较强的Ａ类部门明显高于对外政务公开义务较弱的Ｂ类部门（见
表３）。结合独立样本ｔ检验的结果来看，两类部门的垂直回应性的差异并不稳
定，但水平回应性的差异显著且稳定。２０１７年，Ａ类部门与Ｂ类部门在两种评
价体系下的得分都存在显著差异（ｐ值都是０ ０００），表明Ａ类部门无论是垂直
回应性还是水平回应性都显著地高于Ｂ类部门；而在２０１８年，Ａ类部门与Ｂ类
部门在工作视角下的得分差异不再显著（ｐ值０ ５８７），但在公共价值视角下的
得分差异依然显著（ｐ值０ ００７）。

表３　 Ａ、Ｂ两类职能部门的平均得分差异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部门平均得分 工作视角 公共价值视角 工作视角 公共价值视角

Ａ类部门平均得分 ８６ ９０ ５９ ２８ ８９ ６０ ６７ １６

Ｂ类部门平均得分 ８２ ４６ ４９ ０９ ８９ ５１ ５７ ６０

分差 ４ ４４ １０ １９ ０ ０９ ９ ５６

独立样本检验（Ａ － Ｂ类）
Ｐ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５８７ ０ ００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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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典型部门的访谈发现，职能部门对自身定位、职能和使命目标的
认知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回应性。

我们没有理由不把政务公开工作做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民政部门是人
民满意的优秀单位……你既然是人民满意的单位，你就要对得起优秀单位
的称号。所以大家都有压力，从我到他们办公室，大家都有，就是工作要
干好，没有什么可退让或者是可松懈的空间……我们下一步要再上一个台
阶，就是说要把这项工作渗入到民政部门工作的血液里面，就是渗入到我
们的骨子里面。（受访者ｘ１）

本身民政工作，你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民生部门，所以很多的工作你都
是跟政府政务公开是分不开的……民政也没有多少工作是不能公开的，对
吧？……所以你做的工作，你做的业务工作，你本身就是要让老百姓知晓，
你作为一个民生部门，你在三个聚焦上面，你做了哪些事情，你要及时向
社会公开，让社会公众知晓你民政做了哪些事情。（受访者ｘ１）
可以看出，民政部门的组织身份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其对外部压力的感知和

解读，或者说其主观感知到的压力特征，进而形成了其面对压力的策略选择：
一是组织成员对其组织战略定位的看法。民政局长期在各项评比中名列前茅，
而且还是人民满意的单位，这无形中增加了其继续保持先进的压力和动力，以
高水平的回应性使“人民满意单位”名副其实；二是组织成员对其组织使命和
职能目标的看法。民政爱民、民政为民及聚焦群众关切的组织使命使其高度重
视对社会和公众的回应性。也就是说，组织不是被动地对外部压力做出反应，
而是通过组织身份对其进行过滤、解释，进而做出策略性选择。

与民政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积金中心可能性质不一样，是个（参公）事业单位。它没有用政府

职能部门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觉得自己本身也和职能部门有点不一样。虽
然有压力，……有的单位就是认为分数少几分我也不在乎就是了。有的人
就是不在乎的，对这种你就没有太多的办法，我反正就排不高了。……就
是说这个单位的性质决定了的它可能在整体上不会太高……他肯定就不在
乎了。（受访者ａ２）
与政府职能部门有所不同的身份认同及在各项评估中长期靠后的组织定位，

使得公积金中心在政务公开领域存在懈怠、敷衍的情况，其负责政务公开的办
公室人员对政务公开的一些基本规则甚至处于不太清楚的状态。

这个我们就会有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大家可能都知道政务公开，也都
知道其重要性，但是具体去操作的时候可能往往就是不知道正确的规范要求：
比如你到底哪些要公开，以什么形式什么格式公开？能公开的内容、具体操
作可能还是有点模糊。不知道这个工作……怎么去（做）更符合要求？（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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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ｙ１）
作为负责政务公开的办公室本身都不熟悉规则，就更难去推动和监督其他

科室去做好政务公开工作了，甚至连“规定动作”都难以完成，表现出对外部
压力的回避和反抗。

此外，从典型部门来看，组织目标和任务的清晰度也会影响其对外部压力
的回应性，即调节压力特征和组织回应性之间的关系。根据组织社会学的研究，
组织的目标不清晰，或者由于组织存在多重目标而出现“优先目标的模糊性”，
那么组织就更容易对外部压力做出回应，以获得社会的承认（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以民政局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例，民政局的职能包括社会
组织管理、社会救助、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和地名、婚姻登记、殡葬管理、
残疾人权益保护、养老、儿童福利保护、慈善事业、社会工作、福利彩票等，
其中既有针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救助，也有面向全体公众的婚姻、殡葬服务；
既有社会建设职能，也有政权建设性质的职能，职能目标多元而复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则负责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等业务审核办理及资金的
管理运作，其所有职能都围绕公积金的管理和运作展开，职能目标单一而清晰。
这就使得相较于单职能目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多职能目标的民政局更重
视对外部压力的回应。
３ ． 较为单一的压力源，使“条条”的两种回应性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
与“块块”不同，“条条”直接面对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在较为

单一的压力源下，“条条”面临的任务和注意力竞争程度明显低于“块块”，从
而使得“条条”可以更多地根据其组织定位和使命对任务进行排序，决定政务
公开工作的优先级，进而表现出垂直回应和水平回应的一致性。访谈发现，市
级职能部门并未感到两种评价体系之间的张力，认为两套评价体系可以合并。

我看两个体系很多地方比较类似，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合并为一套体系。
而且合并以后，我们这边开展工作也更加方便一些。（受访者ｘ３）
由此我们看到，“人民满意单位”的自我认知和定位、“民政爱民、民政为

民”的使命感使得民政局一方面积极主动地对照工作视角评价体系持续改进绩
效，另一方面主动回应公众需求，认为政务公开工作本身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只有把工作视角与公共价值视角结合起来开展政务公开工作，才能避免供需脱节。

我们出台政策首先看的就是什么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你考虑工作，你
肯定是要先从老百姓的需求（出发），而不要从你实际部门（出发），那你
就是供需脱节了。（受访者ｘ１）
（三）“块块”的垂直回应性和水平回应性
如前所述，由于面临的压力大于“条条”， “块块”的回应性整体上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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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特别是水平回应性（表１）。那么在“块块”内部呢？是什么因素导致
了不同区政府的回应性差异？
１ ． 组织面临的压力越大，回应性越强
从“块块”内部来看，由于同处Ａ市管辖范围，处于相同的考核评价体系

下，制度层面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大体相当。但是，Ｎ区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被选为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国家级试点单位，从而极大程度地吸引了上
级领导的注意力，受到领导高度重视，并进一步转化为强的政治激励和压力，
使得Ｎ区连续两年在工作视角下的评价中名列第一。

把我们作为试点的单位，这很重要……市委书记、区长特别是我们常务
副区长，这项工作在短时间之内，把这样一个方案，进行实质性推进。咱
们领导要求区长来担任，为了开展项目，设置了专门的人员集中办公。一
方面是我们工作汇报，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工作进行现场指导。（Ｎ区２０１８
年政务公开试点工作会议资料）

好坏和领导重视是有直接的关系，像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的政务公开从省到
市、到区都很重视，整个效果非常好。今年没有试点了，说实话力度比原
来要弱。（受访者ｎ１）
那么各区面临的社会压力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呢？我们用各区每年接收到的

依申请公开数量测量其社会压力。从表４可以看出，Ｍ区的依申请公开数量连
续两年排名第二，其在公共价值视角下的排名则连续两年第一；Ｎ区的依申请
公开数量连续两年排名倒数第一，其公共价值视角下的排名则分别位居倒数第
三和第一。同时，我们进一步计算了公共价值视角下排名和依申请公开数量的相
关关系，发现两者显著正相关，２０１７年相关系数０ ６２９ （Ｐ ＜ ０ ０５），２０１８年相关
系数０ ７５６ （Ｐ ＜ ０ ０１）。而工作视角下排名与依申请公开数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
关系，２０１７年相关系数０ ０６９ （Ｐ ＞ ０ １），２０１８年相关系数－ ０ ２６ （Ｐ ＞ ０ １）。
也就是说，各区直接面临的社会压力越大，其水平回应性就越好，但对其垂直
回应性没有影响。

表４　 Ａ市各区依申请公开数量和政务公开评价排名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工作视角下
排名

公共价值视
角下排名

依申请公开
数量／名次

工作视角
下排名

公共价值视
角下排名

依申请公开
数量／名次

Ｍ区 ６ １ ２８７ ／ ２ １０ １ １８２ ／ ２

１区 ８ ３ ６５ ／ ９ ９ ２ １７２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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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工作视角下
排名

公共价值视
角下排名

依申请公开
数量／名次

工作视角
下排名

公共价值视
角下排名

依申请公开
数量／名次

２区 ４ ８ １３１ ／ ５ ６ ３ １６８ ／ ４

３区 ６ ４ １１７ ／ ６ ７ ４ １１８ ／ ６

４区 １１ １０ ８３ ／ ８ １１ ５ ６７ ／ ８

５区 ２ ７ １４８ ／ ４ ５ ６ １３４ ／ ５

６区 １０ １１ ６０ ／ １０ ８ ７ ３９ ／ １０

７区 ４ ５ ９９ ／ ７ ２ ８ ６４ ／ ９

８区 ９ ２ ５３４ ／ １ ３ ９ ２２３ ／ １

９区 ２ ６ １５５ ／ ３ ４ １０ １１８ ／ ６

Ｎ区 １ ９ ３０ ／ １１ １ １１ ３１ ／ １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压力来源的多样性带来垂直回应和水平回应的背离
如前所述，作为“块块”的基层政府面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多重压力。

同时，众所周知，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普遍面临责大权小、资源有限的
任务困境，往往面临严重的任务拥挤与竞争（崔晶，２０２０；颜昌武、许丹敏，
２０２１），因而不得不通过妥协策略，在多项竞争性的任务中进行取舍。具体到政
务公开领域，“块块”既是自上而下的政务公开工作的问责对象，也是辖区公
众、企业等在政务公开方面提出诉求和指责，甚至是诉讼的直接对象。有效回
应上级和回应辖区公众、企业往往意味着要在诸多任务上同时发力，当其面临
资源和时间约束时，则不得不在科层压力和社会压力之间做出取舍和选择，从
而使得其垂直回应和水平回应相互背离。

基层事情太多了，阶段性的重点工作很多，很容易冲淡……他也重视，
但是他没有很明确的一些事的话，一段时间他完了以后，负责人员调整以
后，（就出现）不重视的情况。（受访者ｎ１）
在责大权小、资源有限的困境下，区政府明显感到了两种评价体系之间的

差异和张力。
工作视角的考核它一定是强制性的，公共价值视角的指数它是具有建议

性的，还具有引导性的，你这个地方你做得好，你这个指数特别好，但是
你的考核未必就比其他地方高，因为考核是强制性的……它一定是平均数
甚至是基本线……它是一个规定动作。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基础上，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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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来讲，这个指数更有意义。（受访者ｎ３）
在这种情况下，“块块”不得不在两套指标体系所指向的任务中进行取舍和

选择。例如，Ｎ区就认为目前政务公开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大家应优先完成
工作视角的考核，而不太关注公共价值视角的指数。

任何工作都是有阶段性的，咱们国家现在处于初级阶段，任何工作都不
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就到高级阶段。所以政务公开这个工作也是个不断
完善的过程，它也是一个过程……刚开始大家优先完成考核，不太关注指
数，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大家在考核中的差不多的情况，开始去实现
指数。（受访者ｎ３）
３ ． 对压力源的依赖性影响其回应选择：垂直回应性对水平回应性的挤出
当“块块”面临多重压力下的任务拥挤和竞争时，不得不通过妥协策略，

在科层压力和社会压力之间做出取舍和选择。例如，按照最低要求满足水平回
应的压力，而把主要精力用于回应科层压力；或者努力实现对多方压力回应之
间的平衡等。现实中究竟会采用哪一种策略，一方面取决于组织对压力源的依
赖性以及不同压力源的压力大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组织如何认知和解读这些
压力，而这又与组织特征相关。众所周知，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使得同
一层级政府在组织特征上表现出很高的相似性，尤其是在同一地区范围内，即
本案例研究中的“块块”在法定地位和职能定位、目标清晰度、使命感义务感
等方面大体相似。这就使得当其面对多重压力导致的任务竞争时，主要根据组
织对压力源的依赖性以及不同压力源的压力大小做出策略选择。

在压力型体制下，中国地方政府在权力、资源等的合法性方面毫无疑问都
更直接依赖于上级政府而不是本地公众，这就使得当“块块”面临多任务竞争
时往往优先选择回应科层压力，因此我们在案例中看到，“块块”的垂直回应性
普遍好于其水平回应性（表１）。并且，“块块”的垂直回应性对其水平回应具
有挤出效应。

作为试点单位的Ｎ区受到省市区领导的高度重视，面临着比其他区更大的
科层压力，因此其在工作视角评价中一直排名靠前。但其在公共价值视角排名
中一直靠后，这一方面可能是由其面对的水平压力较小（依申请公开数量较少）
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任务挤压造成的，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造成的。
访谈发现，Ｎ区面临的高强度科层压力使得其在政务公开工作中特别强调自上
而下订立标准以推动政务公开的重要性，同时对公众获得感的关注度较低。他
们反复强调，政务公开的目的是推动行政规范化，而不是回应公众的需求。

省市政府公开的一些机构，它要主导来形成这么一个公开目录体系……
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体系用来指导大家来做……要强调它的一个规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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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法定的要求，一个是规范的要求。但是你说要通过政务公开来娱乐、
来满足百姓的，其实那种我觉得不是政务公开本意的一个定位……我觉得
政务公开它首先是一个法定的职责，不是因为老百姓要或者不要，或者是
你想看或者不想看，我就公开或者是不公开……我觉得不能把政务公开作
为迎合某一个群体的一个工具。（受访者ｎ１）
Ｍ区虽然也同时受到来自科层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但相较于Ｎ区，其面临

的社会压力更大，科层压力更小，这使得Ｍ区政府在政务公开工作中感知到科
层压力和社会压力之间冲突的同时，可以不用太担心上级的要求和反应，而将
更好地回应公众的诉求作为工作的重心和努力方向。

我觉得人民群众的诉求就是我们信息公开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信息公
开的一个目的是让广大群众知道我们政府也好，机关也好，部门也好，就
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说针对他们的诉求来说，也是我们努力做好自己工
作的一个方向吧。（受访者ｍ２）

六、讨论与总结

对Ａ市政务公开领域的案例研究表明，政府组织面对外部压力时的回应性
受到外部压力特征和组织自身特征的双重影响，且两种影响不是各自独立发挥
作用，而是共同影响着组织的回应策略。整体而言，组织面临的外部压力越大，
其回应性越好；但是当组织面临多重压力，且不同压力和要求之间存在竞争关
系时，组织不得不在多重压力和要求之间进行取舍和选择，从而使得垂直回应
性挤出水平回应性。这一发现也呼应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结论（段哲哲，２０１９；
肖棣文等，２０２０）。组织使命感、义务感等特征会影响组织对外部压力的认知和
解读，进而影响其回应性，这使得当组织面临的外部压力适中或者大体相当时，
组织的回应性会因其使命感、义务感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此外，组织的目标清
晰度会调节外部压力对组织回应性的影响，目标模糊的组织更容易对外部压力
做出回应。政务公开领域的条块回应性差异可以通过本文构建的、融合了社会
视角和政府视角的组织回应性分析框架得到较好的解释。

前述分析结论为进一步优化中国地方政府“条条”和“块块”的回应性提
供了思路和方向。

对于“块块”来说，在不改变目前的纵向权责和治理资源配置格局的情况
下，进一步增加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不仅无助于政府回应性的提升，而且可能
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众所周知，为缓和大国背景下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
的矛盾（周雪光，２０１４），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统一决

·３９·

地方政府条块回应性差异及其形成机制◆



策＋灵活执行”。作为“块块”的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回应地方
治理需求、基于地方治理情境有效解决问题，从而通过灵活执行找到同时契合
整体政策目标和本地需求的平衡点。过强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会争夺基层政
府的注意力，挤压其对于本地公众诉求和压力的回应，并最终损害政府的整体
回应性。近年来，对属地责任的过度强调已经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科学合
理地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条块之间配置责任是优化政府回应性的前置条件。

对“条条”的分析表明，由于其面临的外部压力不大（在综合考核中占分
较小、不是直接的问责对象），一方面其回应性总体偏低，另一方面其回应性受
到其组织使命、目标清晰度等组织特征的影响。这说明，要优化其回应性主要
存在两个路径：一是加大科层压力，例如，提高某项工作在综合考核中的占比、
破除考核结果固化①现象以解决尾部部门的荣誉感和动力问题、优化问责机制使
“板子能拍在责任人身上”等。二是通过组织使命感、价值传导和内化等方式，
强化组织成员的责任感和回应公众的义务感，从而优化其回应性。前者更多地
依赖正式制度的完善，后者更多地依赖人们的观念、认知、价值观的转变，是
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应“双管齐下”。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四点：第一，对中国地方政府中“条条”和“块块”的
回应性差异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解释，使得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图景更
为完整。第二，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垂直回应与水平回应相背离的现象和原因，
有助于改善中国地方政府的回应性背离问题，促进有效治理的实现。第三，整
合社会视角和政府视角，通过与解释组织行为逻辑的制度主义视角和有限理性
视角两种研究路径的理论对话，发展出了一个分析政府组织回应性的整体性分
析框架，以促进政府回应性研究领域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第四，“压力型政府”
（荣敬本，１９９８）和“地方政府自主性”等作为解释中国治理模式和经验的重
要概念，分别强调了外部制度压力和地方政府自身理性选择的重要性。借助于
本文提供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未来可以对“作为双重代理人” （陈国权、许天
翔，２０１８；Ｇｏｎｇ，２００６）的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中观的、更为系统和立体的
描述和解释。当然，本文主要是基于政务公开领域展开的嵌入式案例研究，其
研究结论能否拓展到其他领域还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特别是组织特
征、压力特征对组织回应性的交互式影响，垂直回应性和水平回应性之间的竞
争性等都有待在获得更多数据的基础上进行量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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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核结果固化指的是无论怎么考核，其结果都相对固定的现象，即常委部门、大部
门等重要部门长期位于考核第一方阵，荣誉感较强；而小部门、边缘部门长期排名靠后，逐
渐失去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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